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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法治

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反思与重构
＊

王秀卫＊＊

内容摘要：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发展迅速，但立法滞后，目前法律依据较少，主要依据司法解释运行。

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各司法解释存在与上位法不尽一致、条文相互冲突、过于简单化的问题。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不应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需专门立法明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范围及举证责任，海洋自然资

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举证责任倒置范围需适当限缩。

关键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举证责任　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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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１２年《民事诉讼法》修订始，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得到国家法律的正式认可。随着陆续修订的

《环境保护法》（２０１５）、《民事诉讼法》（２０１７）、《行政诉讼法》（２０１７），以及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

境公益诉讼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２０１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２０１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２０１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２０１８）的出

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例也大量涌现，为我国环境公益的保护提供了较好的司法保障。举证责任最早可以

追溯到罗马法“原告有举证之义务”的原则。① 民事诉讼一般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规则，以举证责任

倒置（或称举证责任反转）为特殊情况，一般需由立法加以明确。１９９２年我国《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

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７４条首次规定：“在下列侵权诉讼中，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

告负责举证。”规定环境污染侵权在内的６类特殊侵权案件类型，由被告承担侵权不成立的举证责任，被视为

我国举证责任倒置的源头。② ２００２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包括环境污

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等８类案件适用特殊举证责任。③ ２０１０年《侵权责任法》第６６条首次明确以立法形

式规定了环境污染侵权纠纷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之后的系列司法解释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进一步明确及具

体化。应该承认，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仍处于不断摸索、完善的阶段，如何理解《侵权责任法》第６６条以及

系列司法解释中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否也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学界从未停止

过反思。④ 由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类型复杂存在较多特殊性，现行立法及司法解释难免有捉襟见肘之

患，本文拟主要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入手，检讨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并提出完

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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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新时代海洋强国建设重大研究专项《中国参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 理 体 系 研 究》（１８ＶＨＱ０１５）阶

段性成果，同时受到海南大学法学院科研资助（２０１８年海大法研字第９号）。

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海南大学生态文明法治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南方基地）副主任。

参见万进福：《行政公益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载《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７日第６版。

参见吕日东：《举证责任倒置的实质———逆否分配》，载《山东审判》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该规定第７４条第３款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

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参见叶增胜：《推定、倒置抑或第三种道 路———环 境 污 染 侵 权 中 因 果 关 系 举 证 责 任 分 配 研 究》，载《社 会 科 学 家》２０１７
年第８期。



一、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制度分析

（一）举证责任倒置溯源及意义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６４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或俗称的“谁主张，谁

举证”，不能举证的一方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此为举证责任的“正置”。作为例外，各国都有规定证明责任的

转换制度，“证明责任的转换通常是指证明责任在规范上（法律上）的分配的改变，”⑤由于举证责任减轻或转

移对于案件胜败影响极大，且有悖于一般法律原则，因此，举证责任倒置往往需由立法明确规定方可适用。
不同于普通侵权行为，环境污染侵权是指污染者通过污染环境，以环境为介质，间接的侵犯到受害人的

人身或财产权益。在环境民事诉讼中，由于环境污染侵权往往具有间接性、潜伏性特征，污染受害者囿于经

济、技术水平限制往往难以准确还原或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从司法实践到立法层面，
各国纷纷采用减轻原告举证责任，推定因果关系的方法以达成实质公平。１９７０年日本《关于危害人体健康

的公害犯罪处罚法》特别就关于人身健康受损的案件，明确要求适用因果关系推定。⑥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６６条明确规定了“污染者应对因果关系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而只字未提原告的举证责任，⑦污染者如不能

否认因果关系，则承担败诉风险。该条规定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解读为“谁反对，谁举证”。因此，该条规定成

为环境污染侵权诉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最权威依据。
从《侵权责任法》第６６条的规定至少可以解读出举证责任倒置的几个特点：一是适用于环境污染侵权损

害赔偿案件，这一特点与自１９９２年以来的最高院系列司法解释一脉相承；二是由于环境污染侵权适用无过

错责任原则，因此，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是指关于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举证义务从原告转移至被

告，换言之，原告对于损害结果仍然负有举证责任。三是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是指首先原告先行证明损害结

果，以及损害与污染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完成初步证明后，举证义务转移至被告，被告如无法否定因果关系之

存在，即可推定因果关系存在，侵权责任成立。
（二）举证责任适用范围分析———《侵权责任法》第６６条确认的举证责任倒置只适用于环境污染侵权纠

纷

主流观点认为，现行《侵权责任法》中的“环境污染责任”仅指狭义上的污染生活环境侵权责任，并不包括

破坏生态侵权责任。⑧ 笔者也认可这一观点，原因在于：从《侵权责任法》一般规定来看，其保护对象仅限于

人身、财产权益，并不保护生态环境权益；⑨从第６５条语 义 来 看，污 染 环 境 为 因，损 害（人 身 或 财 产 权 益）为

果，因此，并不能涵盖生态环境损害。从这一角度分析，《侵权责任法》第６６条的举证责任倒置应也只能针对

环境污染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益的环境民事私益诉讼案件，而无法当然适用于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

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当然，由于其未规定原告的举证责任，导致产生原告无需对因果关系进行举证的

误解，瑏瑠这一问题已经通过在后续司法解释中规定原告举证责任范围得到解决。但是，通过观察《环境保护

法》《民事诉讼法》以及后续司法解释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范围，可以看到，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范围从

《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环境污染侵权，增加了“生态破坏”（《环境保护法》第６４条），和“海洋自然资源”（《海洋

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资源保护”（《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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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汉斯－普维庭：《德国现代证明责任研究》，吴越译，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第１３页。

该法第５条规定：“如果工厂或企业的业务活动排放了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并且其单独排放量已达到足以危害

公众健康的程度，而公众的健康在该物质排放后受到了 或 正 在 遭 受 危 害，此 时 便 可 推 定，此 种 危 害 是 该 排 污 者 所 排 放 的 污 染

物质引起的。”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６６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 定 的 不 承 担 责 任 或 者 减 轻 责 任 的 情 形

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参见张新宝：《污染环境与破坏生态侵权责任的再法典化思考》，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侵权责任法》第２条第２款规定：“本 法 所 称 民 事 权 益，包 括 生 命 权、健 康 权、姓 名 权、名 誉 权、荣 誉 权、肖 像 权、隐 私

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参见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

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４６３－４６５页。



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次增加适用范围都未通过立法加以明确规定或者衔接。
（三）系列司法解释中举证责任内容分析

由于《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规定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因此，我们只能考察散见于几个司

法解释的关于举证责任的不同表述，来分析现阶段关于举证责任的立法态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

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立法逻辑上保持了与《侵权责任法》的高度一致，瑏瑡在举证责

任分配上，明确依据《侵权责任法》６６条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并对其进行了细化，即原告先行就因果关

系提出初步证据，被告如无法否认则推定因果关系成立。当然，该解释也针对因果关系非常容易证明的案件

类型明确了例外情况，即相邻环境污染侵权纠纷和劳动者在劳动场所的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不适用举证责任

倒置。但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界定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两大类型，瑏瑢一方面，回应了《环境保护法》
第６４条的瑏瑣的重大委托，瑏瑤但另一方面，相对于《侵权责任法》，有扩大解释之嫌。而在此之前出台的《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公益诉讼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８条规定原告（根据当时的《民事诉讼法》规定，
原告范围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的举证责任则表述为“被告的行为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

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初步证明材料”。而这一司法解释在第１条就声明，制定的依据法是《民事

诉讼法》《侵权责任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而《民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并未就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举证责

任做任何规定，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该司法解释关于原告举证责任的规定应该与《侵权责任法》６６条有关。
根据上文关于《侵权责任法》６６条适用范围的分析，这一司法解释将扩大解释在举证责任倒置适用范围上进

行了更大程度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并未专门规定涉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而是声明，本解释未规定的内容，适用上述两个司法解

释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该解释的适用范围增加了“海洋自然资源”。两高《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跟随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态度，以“被告行为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初步证明材料”作为检

察机关的举证责任，同样未规定被告的举证义务范围。而在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场合，原告的举证责

任变为“被告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证明材料”。在环境行

政公益诉讼案件中，检察机关需提供专业机构或环保专家组给出的鉴定意见，以证明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等

情况。瑏瑥 相对于普通行政诉讼中原告只需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瑏瑦检察机关无疑承担了较重的举证责任。瑏瑧

二、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几点反思

（一）民事公益诉讼与民事私益诉讼举证责任趋同不妥

举证责任倒置规则适用于典型的环境污染侵权纠纷，即原告处于受保护地位，且由于间接侵权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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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该解释第６条规定：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６５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 当 提 供 证 明 以 下 事 实 的 证 据 材 料：（一）污

染者排放了污染物；（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而第７条则

明确规定了污染者想要否认因果关系要举证的要求。

该解释第１８条规定：“本解释适用于审理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民事案件，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对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另有规定的除外。”

该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

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对《环境保护法》６４条曾做出简单说明：“本条对破坏生态的行为造成环境损害也适用侵权

责任法第八章的相关规定”。参见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释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２４页。

参见刘艺：《构建行政公益诉讼的客观诉讼机制》，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参见林仪明：《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立法难题与司法应对》，载《东方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根据《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第４５条第２项、《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

点工作实施办法》第１２条的规定，公益诉讼起诉人除了要求符合传统行政诉讼一般的起诉条件外，还必须提供另外两方面的

证据材料：（１）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初步证明材料；（２）人民检察院履行诉前程序提出检察建议且行政机关拒不纠

正违法行为或者不履行行法定职责的证据材料。该规定一方面可以通过发挥诉前程序的作用督促行政机关依法主动履行法

定职责，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因“滥诉”造成司法资源浪费，以及避免因此导致对行政的过度干预。



存在“原告对举证存在障碍”以及“被告对某种事实的存在与否有证明的可能性”瑏瑨的情形。环境民事私益诉

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已经在立法上得到明确规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差异较大，其保护对象为

生态环境本身，因由生态环境的开放性自然属性，其不能归属于任何权利人格体，瑏瑩生态环境优劣直接关系

到社会不特定多数人利益，才会有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生的公益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实施的是

“直接”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行为，这一点与环境污染侵权以环境为介质的“间接侵权”属性明显不同。
环境侵权应区分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环境直接侵权的特征是“行为人的行为直接作用于环境要素”，瑐瑠

而环境间接侵权则是指行为人通过环境或者生态这一介质，对受害人人身或财产权益造成侵害。而这一显

著区别应该作为举证责任分配的重要考量因素，但显然现行立法及司法解释并未对此加以区分。当举证责

任倒置的原因事由消失或明显减弱时，应“适时确立科学适当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对环境侵害对象及其责

任类型化分析”，瑐瑡遵循新的逻辑以避免“一刀切”地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因果关系推定等规则。由于立法或

者司法解释过于绝对，没有任何类型化或者除外规定，可能造成在个案审理中法官认为欠缺妥当性，如民事

公益诉讼中实际严格执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很少；瑐瑢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坚持举证责任“依法分配”即按照

案件类型（而非当事人对于具体案件证据的证明能力或身份等因素）由法律规范直接明确规定举证责任，而

排除了法官自由裁量，使得证明责任始终固定在当事人一方，不因案件具体情形的差异而变化，较为刚性。

但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常常在事实证明困难时出现灵活的“举证责任转换”。瑐瑣 另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检察机关）在对环境直接侵权的证明能力上，比私益诉讼原告明显较强。因

此，笔者认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完全趋同的举证责任配置过于简单，应区别对待。据悉，关于公

益诉讼案件与私益诉讼案件在归责原则、举证责任等方面应存在一定差异，最高法已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提出立法建议。瑐瑤

（二）生态破坏类公益诉讼案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法律依据不足

２０１５年《环境保护法》第６４条规定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民事责任，但《侵权责任法》第６５条只规定

了污染环境的侵权责任，并未将破坏生态的侵权行为纳入。瑐瑥 《民法典分则（草案）》１００４条也仅仅增加为“损

害生态环境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结合下文内容，仍然看出其并未真正将生态破坏纳入侵权责任

框架。瑐瑦 法律、司法解释未对生态破坏作任何概念界定，且生态破坏侵权是否依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目前

尚有争论，瑐瑧在这种情况下，４个司法解释都不同程度的规定了允许生态破坏案件适用环境污染侵权相关规

定，瑐瑨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存在认同和操作上的困难，如２０１１年最高院《关于修改民事案件

案由规定的决定》在新增的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由下，就未包含“生态破坏”类型的案件。因此，在这种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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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瑨

瑏瑩

瑐瑠

瑐瑡

瑐瑢

瑐瑣

瑐瑤

瑐瑥

瑐瑦

瑐瑧

瑐瑨

王利明：《论举证责任倒置的若干问题》，载《广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参见张宝：《环境公益诉讼中“公益”的识别与认定———一种反向排除的视角》，载《中南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吕忠梅等：《环境司法专门化：现状调查和制度重构》，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０１页。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司法研究中心：《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绿皮书），第４１页。

参见张宝：《环境侵权诉讼中受害人举证义务研究》，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胡学军：《中国式举证责任制度的内在逻辑———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为中心的分析》，载《法学家》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参见王玮：《最高法环资庭副庭长、第三巡回法庭副庭长王旭光回应：如何判断被诉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职》，载《中国

环境报》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９日第８版。

参见竺效：《论环境侵权原因行为的立法拓展》，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如第１００６条规定，两个以上侵权人损害生态环境，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以及损害行为对损害

后果所起的作用等因素确定。显然，仅将生态环境损 害 的 客 体 限 定 于 污 染 物 及 其 造 成 的 损 害。张 武 丁：《民 江 典 分 则 草 案－
－－环境编修改建议》，ｈｔｔｐｓ：／／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ｓ？＿＿ｂｉｚ＝ＭｚＵｘＭＴＵｘＭＴＵ２Ｍｗ＝＝＆ｍｉｄ＝２２４７４８４５６３＆ｉｄｘ＝１＆ｓｎ＝
２ｅ０９９２ｃ８１ｆｆ０８ａ５９６ｂ２５６６ｄ８９ａ５９ｄ３ａ４＆ｃｈｋｓｍ ＝ ｆ９７３ｄ９ｆ７ｃｅ０４５０ｅ１ｄ２２ｂｃ２２７２１７４３９３ｄｆ３ｃ１ａ４ｅ８ｅ４７８０５３８３ｆ６ｄ０ｆｂ８ｃ１３ｃｂ２ｆ９０ｃｂ８５
ｄ４３４ｃ２４＆ｍｐｓｈａｒｅ＝１＆ｓｃｅｎｅ＝１＆ｓｒｃｉｄ＝０９２７Ｖ０ｉｕＳｃｙ８７ＬａｑＴｓｗｕＰ４ｓｃ＆ｐａｓｓ＿ｔｉｃｋｅｔ＝Ｂ６ｚ９２ｚｏ％２ＦＣ３ｃＴｖＴｖｈＬ６ｌｎＷａＦ％２
ＦＢｕｎＳＷｋｑＮｓＨＱｕｍ８Ｓ００ｂＧＦｂＡＬ６ｂ５９ｇｄｍｉｉＹｔｈｖＭＱｂ％２Ｆ＃ｒｄ，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日访问。

参见李昱：《新＜环境保护法＞中生态破坏责任归责原则的困境及出路》，载《东北大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８条：本 解 释 适 用 于 审 理 因 污 染 环

境、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民事案件。



未明确、理论存争议的情况下，由司法解释径行规定生态破坏类公益诉讼案件也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做法，
殊为不妥。

（三）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范围有扩大解释之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涉海洋环境

公益诉讼未规定举证责任条款，但该解释明确规定，未尽事宜遵循２０１５年两个司法解释的内容，因此，可以

得出其举证责任部分亦适用倒置规则。问题在于，自然资源破坏案件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普通侵权而不适

用环境污染侵权的因果关系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但司法解释将海洋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

纷案件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一种特殊形态，瑐瑩并准予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更令人不解的是，该司

法解释在第１条声明，其制定依据为《海洋环境保护法》，而该法第８９条第２款规定的是“破坏海洋生态、海

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而非海洋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该解释用这一概念试图替代、涵盖法律规定的

三种海洋环境要素，似乎并不周延。
（四）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逻辑不自恰

检察机关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力军，自２０１５年开展环境公益诉讼试点以来，提起公益诉讼案件数千

起，几乎无一败诉，对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２０１７年《民事诉讼法》５５条第２款将

检察机关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人，此处的“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与第１款的“污染环境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范围有所扩大。但该条又明确规定了两种情形的相互衔接，要求对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如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不起诉，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应行使“兜

底”起诉职权，因此似乎可以推定两种情形具有一致性，否则谈不上衔接。瑑瑠 但问题在于，“破坏资源保护”的

民事责任构成要件为何？其适用的举证责任是否能当然依据《侵权责任法》６６条，均无权威解释或规定可遵

循。两高《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的举证

责任时，亦以“被告的行为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初步证明材料”作为因果关系证明标准，将证明责任与上

述２０１５年两个司法解释趋同，只是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去掉。问题在于，如果检察机关提起

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没有特殊性，为何要去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这一举证内容？如果有特殊

性，那特殊性为何？去掉“重大风险”无疑削弱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阻却违法”的重要功能，且这一功能并未

在检察机关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进行弥补，因为按照该司法解释规定，检察机关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时也应

对“被告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证明材料”进行举证，对于国

家或社会利益受到侵害的重大风险均无提及。另外，在行政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设置方面，检察机关仿佛在

举证能力和主体资格上有所转变，司法解释转为规定检察机关应该提交“被告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

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证明材料”。然而，行政公益诉讼目的在于纠正行政机关的违法行

为或者督促其依法作为，而非损害赔偿，因此，要求检察机关举证损害结果相对于诉讼目的存在偏差；其次，
损害结果是环境公益诉讼中最难举证的部分，即便是检察机关也欠缺该项鉴定评估能力且费时费力，除非是

配合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否则实属不必要。

三、域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举证责任规定之启示

环境污染侵权案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最早起源于德国，是法官在司法实践当中创设的规则。在德国，举
证责任倒置规则仅适用于特定的案件中，往往是在一般举证责任原则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并且在此基础上造

成了较差的后果时，才会予以考虑。瑑瑡 如危险领域侵权由加害人承担举证责任，是因为损害原因在于加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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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瑩

瑑瑠

瑑瑡

２０１８年１月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２条规

定：人民法院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本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

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司

法解释的规定。

参见林莉红：《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空间》，载《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参见周翠：《侵权责任法下的证明责任倒置与减轻规范———与德国法比较》，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０第５期。



能够控制的危险领域，而受害人不能左右。瑑瑢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公害诉讼曾有一个著名判决———化铁

炉判决，该案中被告排放超过净化空气技术指导的灰尘，侵蚀邻近原告车辆，造成原告损害。德国联邦最高

法院认为，在被告比原告更接近污染过程时，因被告更可就污染原因、过程予以说明，可更厘清真相，因此对

于此类因果关系之说明义务与举证责任应由被告负担，较原告负担更为合理。瑑瑣 对此，德国１９９１年《环境责

任法》第６条第１项也规定，只要企业或设施对于造成损害是具有合理关联性的、适合的，即推定该损害与企

业或设施之行为间具有因果关系。瑑瑤

美国环境公益诉讼起步较早，立法及案例非常丰富，其并没有制定系统性的公益诉讼法律，而是在不同

单行法中分别加以规定如《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海洋倾废法》、《濒危物种法》、《安全饮用水法》以及一

些州的法律如《密歇根州环境保护法》等，逐步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美国称为公民诉讼或私人检察长诉

讼）。在美国，举证责任没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而是在具体的案件中由法官来分配具体的举证责任。瑑瑥 因

此，可以说，在美国只有环境公益诉讼，而并没有特殊或者专门的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因为在各种

不同的诉争事实中，将风险公平地分配给各个当事人主要是一种经验上的事项，因此不应当有任何标准。瑑瑦

笔者认为，美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举证责任主要集中在被告行为违法，以及原告（公民个人或社会团体成员）
确实受到被告违法行为的实质性损害（即原告证明自身诉讼主体资格）两个方面，而后者，在中国已经不成为

问题，因为我国立法已经明确了原告的主体资格，凡是符合法定条件的组织以及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检察

机关都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１９１条第３款《危险制造人之责任》被视为环境污染侵权的法律依据，瑑瑧台湾

地区《民事诉讼法》２７７条也规定了特殊情况下的举证责任可以存在例外，允许法律明文规定（无过失责任、
危险责任等）的条件之下，一方当事人可以减轻举证责任。瑑瑨 该条可作为个案中举证责任转换的法律依据，
但“实际上本条情形除了举证责任转换外，尚包括举证责任“减轻”之情事，例如证明度降低、举证责任减轻

等，并非仅限于举证责任转换之状况”。瑑瑩 但应注意的是，台湾地区的“举证责任反转”仅仅限于因果关系，对

于损害事实原告必须完全举证，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塑化剂团体诉讼案”，台湾消基会代表消费者向各大厂

商求偿２４亿 元 新 台 币，但２０１３年 地 方 法 院 法 官 认 为 原 告 未 能 提 出 有 力 的 遭 损 害 证 据，最 后 仅 判 赔１２０
万。瑒瑠

由此可见，域外环境公益诉讼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举证责任仅从因果关系推定这一原则性规定出发，但并

未像我国通过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举证责任内容及适用范围，反而是给予法官较大裁量空间，灵活的根据个案

不同加以判断。由于我国属于成文法国家，且举证责任分配属于立法确定事项，在现阶段法官素质良莠不齐

的背景下，将其完全授权法官个人判断不具有可行性，我国目前在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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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瑢

瑑瑣

瑑瑤

瑑瑥

瑑瑦

瑑瑧

瑑瑨

瑑瑩

瑒瑠

参见［德］汉斯－普维庭：《德国现代证明责任研究》，吴越译，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第１５５页。

参见申惟中：《举证责任于公害诉讼之实务运作———以举证责任转换为中心》，载于台湾司法官学院《司法新声》第１１４
期。

参见张宝译：《德国环境责 任 法》，百 度 文 库ｈｔｔｐｓ：／／ｗｅｎｋｕ．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ｖｉｅｗ／４２ｃ２ｃａｄａｄ１５ａｂｅ２３４８２ｆ４ｄ４１．ｈｔｍｌ，２０１８－
１２－２９日访问。

参见罗珊：《中美环境公益诉讼比较研究》，湘潭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１７年。

参见张睿：《环境侵权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之比较研究》，载《河北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该条立法理由将工厂排放废水或废气明确纳入适用范围，并明确被害人只须证明加害人之工作或活动之性质或其使

用之工具或方法，有生损害于他人之危险性，而在其工作或活动中受损害即可，不须证明其间有因果关系；但加害人能证明损

害非由于其工作或活动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所 致，或 于 防 止 损 害 之 发 生 已 尽 相 当 之 注 意，则 免 负 赔 偿 责 任。转 引 自 张 宝：
《环境侵权诉讼中受害人举证义务研究》，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该条规定：“当事人主张有利于己之事实者，就其事实有举证之责任。但法律别有规定，或依其情形显失公平者，不在

此限。”参见姜世明：《民事诉讼法基础论》，元照出版公司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７４页。

姜世明：《举证责任转换》，载《迈入二十一世纪之民事法学研究－骆永家教授七秩华诞祝寿论文集》，元照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版，第１９６页。

参见《塑化剂案消费者 求 偿２４亿 仅 判 赔１２０万“消 基 会”不 满》，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ｍｎｎ．ｃｎ／ａ／ｔｈｘｗ／２０１３１０／ｔ２０１３１０１８＿

３５４６４３５．ｈｔｍ，厦门网２０１８－１１－１５访问。



域，其发展速度与规模早已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因此，应该在结合环境公益诉讼本身及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不
断摸索、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

四、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制度重构的几点建议

举证责任的科学、合理分配意义重大，直接决定诉讼结果，并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证明责任分配的根

据源于法的目的性要求而非公正性要求，瑒瑡特殊的举证责任分配如举证责任倒置必须要充分法理依据和明

确立法规定。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目前通过司法解释来规定举证责任分配的做法是暂时的，实践成熟后，

应通过立法将其有区分的、系统化的进行规定。通过上文反思，结合我国国情，笔者试提出未来我国环境公

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机制重构的相关建议如下：

（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由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针对的都是污染者直接造成的环境损害即公共利益的损害，因此，不存在“环境

侵权案件”的特殊性，瑒瑢其因果关系证明比普通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简单，举证责任最难的部分，反而在于损害

结果的范围和金额。现实中，很多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在涉及到损害结果时，大多以虚拟治理成本为损害结

果，如江苏泰州天价赔偿案、山东晶华大气污染案等，有的甚至不提损害结果具体金额，只要求生态修复，如

绿发会提起的康菲石油污染渤海湾一案。瑒瑣 因此，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应将举证责任重点指向损害结果，对于

因果关系不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应主要适用于人体健康受损案件，一是因为人体健康

权位阶较高，二是由于健康受损原因复杂，确实很难证成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在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中，已经排除公民私人人身权益作为保护对象，因此，举证责任倒置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最大价值。另外，公
益诉讼中往往焦点在于公益是否受损以及损失大小、修复成本、期间损失等问题，而这一问题必须由原告进

行举证。由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目的有所不同，不以保护私人人身、财产权益为追求目标，而

是以环境保护、生态安全等社会公益为目的，此时被告的违法行为对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均属于直接侵

害，不存在间接性，因此，应探索淡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这一“简单化”且不符合司法实践的

理论，将研究重点转向生态环境损害的结果如何确定。
（二）通过专门立法规定举证责任

在我国现阶段，尚未将生态破坏作为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民事侵权制度间接规制“生态环境损害”功能

无法有效发挥。瑒瑤 各种司法解释实现了及时提供制度依据的目的，但是，举证责任的分配直接决定案件的胜

败和社会公正，仅仅依据司法解释而无法律依据的举证责任分配是不严肃的。况且，司法解释一而再再而三

的对于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范围进行扩大，在实践中也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扰。笔者建议，在《环境损害赔偿

法》等专门法律中，明确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保护的确定内涵，以及其归责原则、责任构成要件，在此基

础上，对于污染环境、生态破坏、自然资源破坏类型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举证责任，制定不同于现行环境

民事私益诉讼的规则，基于此类案件直接侵权的特点，以及原告（法律规定的机关及有关组织、检察机关）较

强的举证能力，为确保诉讼公平，应不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其中，由于自然资源往往都有明确的所有权人、

使用权人，从制度设计上应遵循权利保护必要性原则，瑒瑥优先选择更高效的由权利人进行民事责任追究而非

公益诉讼。另外，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从目前的“一刀切”的简单做法，改以案件类型为主要依据，综合考

虑案件具体情况（如是否具有高度危险）和证明难度，从而确定举证责任是否存在倒置、减轻或适度转换的必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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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瑡

瑒瑢

瑒瑣

瑒瑤

瑒瑥

参见王永明：《证明责任分配缘何成为民事诉讼脊梁》，载《检察日报》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６日。

因为“环境侵权与一般侵权在致害过程上最主要的不同在于，侵权行为并非直接作用于被侵权人，环境污染致害必须

通过环境这一中介”，参见陈伟：《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类型化视角下的举证责任》，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参见金煜：《“康菲溢油”重大环境事故环境公益诉讼首立案》，载《新京报》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６日。

参见吕忠梅、刘超：《拓展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环保功能》，载《检察日报》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０日。

权利保护必要性也称狭义诉之利益，系指原告提起之诉讼在法律上有受 判 决 之 现 实 利 益。参 见 杨 建 华、郑 杰 夫：《民

事诉讼法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０２页。



（三）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需进一步明确

由于海洋生态环境受损往往牵涉面广、金额较大，海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数量并不多。《海洋环境保护

法》第８９条第２款将对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起诉资格授予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行政机关，瑒瑦《最高院

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也明确规定该解释是根据《海洋环境

保护法》制定，因此，实践中，环保组织提起海洋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可能性较低，瑒瑧在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司法化之后应该更加边缘化。目前大多以行政机关、检察机关提起诉讼为主，其中有一部分是附带性的民

事公益诉讼，如２０１８年６月判决的广东省中山市检察院诉被告彭某等非法倾倒污染海洋民事公益诉讼（之

前被告已被判处污染环境罪）、２０１８年８月判决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对１１宗非法捕捞水产品案首

次对涉海洋生态资源案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瑒瑨等。笔者认为，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公益诉

讼在举证责任重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案件进行必要的区分。自然资

源损害并不具有环境污染侵权所特有的间接性、潜伏性等特征，因此，一般被作为普通民事侵权或者违反自

然资源法律法规，追究行政甚至刑事责任。笔者认为，最高院司法解释人为扩大了环境侵权案件特殊规则的

适用范围，将“海洋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纠纷”遵守环境侵权纠纷特殊诉讼规则，较为不妥。且作为上位法的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８９条第２款所指的三类保护对象中的“海洋水产资源”也不能直接扩大为“海洋自然资

源”；二是由于目前《海洋环境保护法》及最高院司法解释的态度，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化进程的加快，
海洋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将局限于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且行政机关全部直接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
对于海洋生态环境以及污染者、破坏者的行为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具有较强的举证能力，再实行举证责任倒

置已经显失公平。瑒瑩 因此，笔者建议，海洋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举证规则采用与前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举证责任一致的立场，不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第三，由于本司法解释仅仅依据《海洋环境保护法》做出规定，
没有明确检察机关在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主体地位，而现实中检察机关通过直接提起海洋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或者刑事附带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均已经成为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人，其举证责任也应

一并加以规定，并可增加规定检察机关在涉海洋环境资源刑事案件中附带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详细规

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ｎｏｕｇｈ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ｉｅｓ　ｏｎ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ｕｎ　ｉｔｓ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ｅｉｎｇ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
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ｌａｗ，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ｎｏ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ｅｎｏｕｇｈ．Ｔｈ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ｐｒｏｏｆ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ｈｅｎ　ｉｔ　ｃｏｍｅｓ　ｔｏ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ｒｅ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ｐｒｏｏｆ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ｎａｒｒｏｗ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Ｐｒｏ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责任编辑：柯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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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瑦

瑒瑧

瑒瑨

瑒瑩

该款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 损 失 的，由 依 照 本 法 规 定 行 使 海 洋 环 境 监

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２０１７年８月，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收到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该法院以社会组织“不具有

作为提起海洋环境污染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为由 驳 回 原 告 重 庆 两 江 和 广 东 环 保 基 金 会 的 起 诉。参 见 葛 枫：《环 保 组 织 无 权

提起海洋公益诉讼？》，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ｏｎ．ｏｒｇ．ｃｎ／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ｏｐｔｉｏｎ＝ｃｏｍ＿ｋ２＆ｖｉｅｗ＝ｉｔｅｍ＆ｉｄ＝１２７７８：２０１７－０８－０３－０４－４３
－０６＆Ｉｔｅｍｉｄ＝１７７，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０日访问。

该判决要求１２名犯罪嫌疑人在指定海域增殖放流同量鱼虾苗，投入人工鱼礁提高幼鱼成活率，按照其造成的损害承

担生态修复费用，参见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ｊｘｘｇｋ．ｊｃｙ．ｃｎ／ｈｔｍｌ／２０１８０８１７／１／８４１４５３９．ｈｔｍｌ，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３０日访问。

参见竺效：《论检察机关在涉海“公益维护”诉讼中的主体地位》，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